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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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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２）

摘　要：为探究相对于民国三十多年的政治、思想等重大变革，而当时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业

（如地理学译著出版）飞速发展之原因，在介绍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出版概况，分析

这一时期其地理学译著特点的基础上，对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著者、译者和编者群体身份进行

了描述。分析认为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兴盛的４个原因：商务印书馆推行改革、民

国地理学教育的发展、西方地理学教育的发达和留学生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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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成立。此后的三十余年间，

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发生了重大变革。作为思

想文化重镇的商务印书馆在民国前２０年得到了迅

速发展，规模雄居亚洲出版企业之首。然而，１９３２

年的“一·二八”国难使商务印书馆遭受重创，编译

所、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等被毁。在王云五的主持

下，商务印书馆的书籍出版产业复兴较快，起到了引

领国内出版业的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商务印书

馆辗转于香港、长沙、重庆等地，图书出版受到了

制约。

翻译出版业是商务印书馆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出版业得到飞速

发展，商务印书馆成为当时非常重要的翻译出版机

构。据统计，１９１２～１９３５年，中国３５０家出版机构

与团体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

和工程技术科学的译著（不包括古籍、文学作品、儿

童读物）为１３３００多种，仅商务印书馆就占了３３５０

多种，即２５．２％［１］。无论是在学科内容的选择，还

是在著作出版国别的倾向上，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出

版业都留下了时代的烙印。笔者着眼于民国时期商

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翻译出版，试图通过对地理

学译著出版史的研究，折射出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

的出版业发展状况和这一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的

现实。

一、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

译著出版概况

　　根据相关书目，笔者对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

理学译著数量做了统计，发现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

译出版在国内极具地位。在简要介绍地理学各分支

学科译著出版情况的基础上，将商务印书馆与其他

出版机构地理学译著出版情况进行了比较。

（一）地理学译著数量之统计

根据《商务印书馆历年出版物分类总计》，商务

印书馆在１９１１～１９５０年间共出版图书１４２５１种，

计２６０１６册，其中历史、地理类 １４４３种，计 ３００７

册［２］。历史、地理类图书占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图



书总量的１０．１％。若将１９１１年和１９５０年的数据去

除，便得到商务印书馆在民国年间的图书出版总数。

可见，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类著作约占商务印书馆出

版总量的十分之一，这一比例相对较高。那么，地理

学译著占多大比例呢？

商务印书馆和学界并没有对民国时期地理学译

著的出版数量做出细致统计，但仍然可以经由《（生

活）全国总书目》来统计１９３５年前地理学译著所占

比重。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地理图书有１２０种，占国内

地理图书出版总量的２７．９７％。除商务印书馆外，

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生活书店、钟山书局等出版机

构也参与了地理图书出版。在４２９种地理图书中，

地理学译著有９４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地理

学译著有 ６０种，在地理学译著总量中占到了

６３．８３％。商务印书馆的地理学译著在其出版的地理

图书中也占到了一半。可见，商务印书馆非常重视

地理学译著的出版，在国内的地理学译著出版中占

据了极大份额。

商务印书馆在地志类译著出版中更是占据了垄

断地位。在《（生活）全国总书目》收录的７０种各国

地志中，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其中的４３种，占６１．４％。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４３种地志中，３８种是译著，只有

５种地志是中国人编著的。译著在商务印书馆地志

类图书中占到了８８．３７％。

综上，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地理类图书中，地理

学译著占据一半份额。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地理学译

著占《（生活）全国总书目》中地理学译著总量的

６３．８３％。可见，商务印书馆在民国时期地理学译著

出版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地理学各分支学科译著出版

概况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了１８１种地理学译

著。其中，地理学理论与方法译著６种，人文地理译

著４２种，地理学史译著２种，经济地理译著７种，区

域地理译著８１种［３］，其他４３种。可见，商务印书馆

出版的地理学译著以区域地理译著和人文地理译著

居多。区域地理译著有８１种之多，包括７３种世界

地理译著和８种中国地理译著。在７３种世界地理

译著中，《少年史地丛书》收录的地理学译著多达４３

种，这套丛书是民国时期世界地理译著出版的集大

成者。

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了４２种人文地理学

译著，最为出色的是一系列人文地理学通论的出版。

１９３０年，张其昀译、竺可桢校的《人生地理学》出版，

该书分为６个部分：人生地理学之希望、人生地理学

之发达与雷次儿之学说、法国对人生地理学之新贡

献、美国与其他各国之人生地理学、人生地理学第一

部名著发表后之评论及其几种切要的工作、人生地

理学历史之地理与政治地理，书后附录有《人生地

理学上题目分类之纲要表》。《人生地理学》一书明

确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认为人生地理学在于

“研究各种人类生活，如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

生活等，与自然地理学之各种现象之相互的关

系”［４］。虽然该书以“人生地理学”命名，但实际上

是一本关于人文地理学学术史的著作。同年，商务

印书馆出版了王诲初与郑次川合译的《人生地理学

原理》。该书被《万有文库》收录，共有５册８编２２

章。此８编分别为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人类和

地位的关系、人类和地形的关系、人类和水的关系、

人类和土壤矿产的关系、人类和气候的影响、人类和

动植物的关系、人类相互的关系。该书较为全面地

介绍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涉及到地球、地形、水、土

壤、气候、生物等方方面面。最后一编《人类相互的

关系》，介绍了政治地理、国际关系方面的内容。

１９３１年，张其昀翻译的《社会科学史纲：人生地

理学》出版。该书和１９３０年出版的《人生地理学》

是同一本书，只不过其中的一些翻译用语发生了变

动。例如：《人生地理学》翻译为“雷次儿”，该书翻

译为“拉策尔”。同年，盛叙功编译的《交通地理》出

版，此书根据富士德治郎的《世界交通地理概论》编

译，概述世界交通状况、分道路、铁道、内陆航路、海

上交通、空中交通等７章。１９３５年，商务印书馆出

版了日本野口保市郎著、陈译述的《人文地理学

概论》。该书从地理学之意义及分类、自然环境与

人生之关系、世界人种及其分布、人口、村落及都市、

原料生产业及其资源、工业、商业、交通、国家及领土

等１０个方面介绍了人文地理学学科。同年，开明书

店出版了盛叙功翻译版本。商务印书馆的译本采用

文言文，而开明书店则采用白话文，更加通俗。商务

印书馆和开明书店两家出版机构在同一年出版不同

译者的两个版本，表明当时地理学翻译出版界竞争

较为激烈。

在这些人文地理译著中，冯承钧翻译的历史地

理译著是一大亮点。冯承钧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中外

交通史家，他获巴黎大学学士学位后，师从法国汉学

家伯希和深造。他通晓英文、法文、梵文等多种语

言，翻译了多种西方历史地理著作。其中，在商务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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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出版的有《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东蒙古

辽代旧城探考记》《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苏门

答剌古国考》《史地丛考》《交广印度两道考》《史地

丛考续编》《郑和下西洋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

丛》《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编》《西域南海史地

考证译丛·三编》《马可波罗行纪》《西域南海史地

考证译丛·四编》等。

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自然地理学

译著也较多，包括《地文地理集成》《海洋》《地球》

《景观地理学》《阿尔卑斯的冰河》《河川》《大陆移

动论》《通俗天文学》《自然地理学》等２４种。

游记也是这一时期的出版特色之一。１９２９年

至１９３５年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卡奔德世界游

记》系列，包括《坎拿大及纽芬兰》《不列颠三岛和波

罗的海诸国》《澳洲新西兰南洋诸岛游记》《巴拉那

亚马孙沿途详记》《从坦支尔到的黎波里》《从法兰

西到斯干的那维亚》《日本与朝鲜》《从开罗到乞斯

曼》《圣地及叙利亚》《爪哇与东印度群岛》《中美洲

和西印度群岛》《智利与阿根廷》《阿拉斯加》等１３

种译著。

（三）商务印书馆与其他出版机构

地理学译著之比较

除商务印书馆外，其他出版机构也译介了一批

经典的地理学译著。民国前十年，参与译介地理图

书的出版机构有上海的广学会、美华书馆、群益书社

和公民书局。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开明书店、钟山

书局、世界书局和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地理

学译著，代表译著有开明书店的《人文地理学概论》

和《中国的地理基础》，钟山书局的《新地学》和《人

地学原理》，世界书局的《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

学原理》，中华书局的《人种地理学》和《地理学发达

史》等。

此外，华兴书局、中华学艺社、世界出版合作社、

辛垦书店、时与潮社、正中书局、光明书局等中小出

版机构也出版了部分地理学译著。２０世纪三四十

年代，解放区根据地出版机构也出版了一些地理学

译著，如中国出版社《苏联概况》、上海耕耘出版社

《亚洲苏联》等，这些地理学译著以介绍苏联和社会

主义国家地理状况为主。

综上，民国时期中华书局、世界书局、钟山书局、

开明书店等出版机构也都出版了一批极具分量的地

理学译著，但与商务印书馆相比，这些出版机构译介

的地理学译著数量不多，出版较为分散。

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地理学译著种类

多，在出版数量上占有较大优势。但在一些重要的

译著出版中，商务印书馆并没有占得先机。从美国

著名地理学家葛德石的著作译介中可见一斑，葛德

石著作有两种由开明书店译介出版，正中书局和中

华书局出版各一种，只有《亚洲之地与人》于 １９４６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

地理学译著的特点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特点体现在

４个方面：较强的理论性、多用作教科书、参与翻译

的地理学者较多、多以丛书形式出版。

第一，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地理学译著具有较强的理论性。首先，商务印书馆

译介了《现代地理学观念》《地理学序论》《数理地理

学》《地理哲学》等一批具有深刻理论价值的西方地

理学理论著作。王勤癱翻译的《近代地理学》就是

一部重要的地理学理论著作。该书包括近代地理学

的开始、地形和侵蚀作用、冰和冰的作用、气候和天

气、植物地理学原理和欧洲北美洲的主要植物系统、

动物的分布、栽培的植物和豢养的动物、欧洲种族的

分布和它的原始、矿产的分布和工业与都市位置的

决定等９章，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

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其次，地理学分支学科通论性

质的译著出版较多。这一时期出版的人文地理、经

济地理、自然地理等方面的译著均体现了较强的理

论性质。《人生地理学原理》《人生地理学》等人文

地理理论译著、《经济地理学原理》等经济地理理论

译著、《自然地理学》等自然地理理论译著的出版一

方面表明了西方地理学的成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

国内地理学界对地理学理论的需要。再次，地理学

各分支学科的译著得以开枝散叶，译介门类越来越

细。《交通地理》《交通地理学概论》《农业地理》等

经济地理学门类译著，《植物地理学》《动物地理学》

《景观地理学》《地形学》等自然地理学门类译著，

《民族地理学》《地理政治学》等人文地理学分支学

科译著，在这一时期的出版数量大幅度增加。这些

译著的译介出版说明民国时期地理学学科体系渐趋

完备，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发展正走向成熟。

第二，地理学译著多作为教科书使用。《世界

地理之改造》即作为地理教科书使用。齐鲁大学历

史系主任奚尔恩在《＜世界地理之改造 ＞序言》中

就提到：“本校历史系亟思译作华文，藉供教材，庶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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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学，子不无裨益。曾以此意请卜君，卜君慨

许。乃取其书之最近第三次出版者，详为述译，间于

译文中稍加损益，以期适合中国学生之用。”［５］可

见，翻译该书是用于教学。《小学生文库》所收录的

《冰雪中的儿童》等５种地理学译著，也作为小学生

的课外阅读材料使用。

第三，民国时期参与西方地理学著作翻译的地

理学者较多。张其昀、胡焕庸、王勤癱、冯承钧等均

是有影响的地理学者。１９２７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政治地理著作《战后新世界》由张其昀、王学素、黄

静渊、诸葛麒、胡焕庸、向达等地理学者联合翻译，体

现了民国地理学界对地理学翻译出版的重视。

第四，民国时期地理学译著多以丛书形式出版，

当时收录地理学译著的丛书有《少年史地丛书》《自

然科学小丛书》《地理学丛书》《汉译世界名著》《史

地小丛书》等。

三、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

译著的著者、译者和编者

　　地理学译著的翻译、出版与流传，取决于著者、

译者、编者、读者四大群体。笔者对民国时期商务印

书馆地理学译著的著者、译者、编者群体身份进行分

析论述，进而总结其特点。

（一）著者群体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地理学译著主要

来自英、美、日、法四国。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英国

地理学译著５３种，美国２４种，日本４２种，法国１２

种。英国作者主要有樊南摩（ＦｅｎｎｅｍｏｒｅＪ）、布牢温

（ＢｒｏｗｎｅＥＡ）、非耳格林（ＦａｉｒｇｒｉｅｎｅＪ）、杨氏（Ｙｏｕｎｇ

Ｅ）、哈第（ＨａｒｄｙＭ）、钮碧君（ＮｅｗｂｉｇｉｎＭＪ）、鲍尔杰

（ＢａｕｌｇｅｒＧＳ）、达德利（Ｄｅｕｄｌｅｙ）、斐格莱（Ｆａｉｒｇｒｉｅｖｅ

Ｊ）等。美国作者有卜赖尔（ＢｌａｉｒＲ）、鲍曼（Ｂｏｗｍａｎ

Ｉ）、卡奔德（ＣａｒｐｆｎｔｅｒＦＧ）、西蒙·纽康（Ｎｅｗｃｏｍｂ

Ｓ）、恩格伦（Ｅｎｇｅｌｎ）、葛德石（ＣｒｅｓｓｅｙＧＢ）等。法

国作者有沙畹（ＣｈａｖａｎｎｅｓＥ）、伯希和（ＰｅｌｌｉｏｔＰ）、费

琅（ＦｅｒｒａｎｄＧ）、白菱汉（ＢｒｕｎｈｅｓＪ）、马东（Ｍａｒｔｏｎｎｅ

Ｅ）、法里士（ＦａｒｉｓＪＴ）等。日本作者有高桥纯一、富

士德治郎、横山又次郎、野口保市郎、早坂一郎、藤田

丰八、野满隆治、平竹传三、白鸟库吉、小川琢治、小

牧实繁、北田宏藏、松尾俊郎、黑正岩、阿部市五郎、

石桥五郎等。

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ＣｒｅｓｓｅｙＧＢ）是民国地

理学译著作者的代表。其著作《亚洲之地与人》中

文版于１９４６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另有薛贻源翻

译的《中国的地理基础》于１９４５年开明书店出版，

王勤癱翻译的《苏联国力的基础》１９４７年在开明书

店出版，程鸿与叶立群翻译的经济地理著作《苏联

力量的基础》１９４８年在中华书局出版。葛德石与竺

可桢、翁文灏、黄国璋、涂长望、张其昀、胡焕庸、李旭

旦、任美锷等中国地理学者有着交往。他通过在商

务印书馆等机构出版地理学著作，以及与具有欧美

留学背景的中国地理学者的交往，传播了西方地理

学思想，加深了中美地理学的交流，从而推动了中国

近代地理学的发展。

（二）译者群体

笔者对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第一译者进行

统计，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４１０种地理学译著中，翻

译两种以上地理学译著的译者有５４人。这些译者

翻译出版了１６６种地理学译著，占地理学译著出版

总量的４０％。在５４位翻译两种以上地理学译著的

译者中，民国时期的译者高达２９人。其中，翻译４

种及以上地理学译著的有１２人。可见，民国时期商

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者较为集中，翻译出版的译著数

量较为丰富，译者群体稳定。

民国时期，翻译较多地理学译著的译者集中于

商务印书馆职员群体。其中，吕金录翻译７种，王勤

癱、顾德隆、张其昀翻译５种，孙毓修、汪今鸾、郑次

川翻译４种，黄静渊、贺昌群翻译３种。这一时期出

版的《少年史地丛书》大多由商务印书馆职员翻译。

顾德隆、郑次川、汪今鸾、黄静渊等在任职期间翻译

的地理学译著数量较多。郑次川、汪今鸾各自翻译

的４种译著均为《少年史地丛书》译著。黄静渊译

的３种，有两种是《少年史地丛书》译著。

译者翻译的地理学译著出版时间较为集中。滕

柱翻译了英国人非耳格林（ＦａｉｒｇｒｉｅｎｅＪ）与杨氏

（ＹｏｕｎｇＥ）的《欧洲与不列颠（人生地理）》《世界各

处的人民（人生地理）》《新大陆（人生地理）》３种世

界人文地理方面的译著，以及《美国一瞥》一种世界

地理译著，均出版于１９２５～１９３１年间。陈锦英翻译

了《克什米尔一瞥》《伦敦一瞥》《人类的住所》《印

度家庭生活》４种译著。这些译著均为世界地理译

著，出版于１９２６～１９３３年间。汤尔和翻译了《北满

概观》《到田间去》《东省刮目论》《黑龙江》４种地理

译著。此４种均译自日本的中国地理译著，出版于

１９３０～１９３７年间。

商务印书馆职员外的其他译者之所以翻译地理

学译著，与其自身学科背景、留学经历等有着密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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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盛叙功１９２３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
部，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暨南大学教
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西南

师范大学教授，以世界经济地理、世界历史地理研究

见长。他翻译了《交通地理》《农业地理》两种经济

地理译著，以及《河川》一种自然地理译著，此３种
译著均出版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其中，有两种著作译
自日本，这和盛叙功留日经历有关。

（三）编者群体

民国时期，商务版地理学译著的编者主要来源

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史地部。１９０２年，商务印书馆
成立了编译所，蔡元培担任第一任所长。１９０３年，
蔡元培因苏报案离开上海，编译所所长由张元济接

任。商务编译所最初由国文、理化、英文３个部组
成。１９２２年１月，王云五正式就任商务印书馆编译
所所长。在接任编译所长的第一年，王云五主持了

编译所改革，对编译所实行按学科分组。王云五在

《初长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与初步整顿计划》一文中

说明了按学科设置编译所的意图：“此为就编译所

原设各部酌予调整，俾更合于学术分科性质。”编译

所设总编译处，由原先的４个编译部扩充为国文、英
文、史地、哲学教育、法制经济、数学、博物生理、物理

化学、杂纂９个编译部。史地部是１９２２年新建立的
编辑部门［６］。１９２２年，编译所史地部部长由庄百俞
担任，成员有傅纬平、谭廉逊、陈俊生、陈稼轩、马轶

群、孟稚蓉、蒋公伟、严君实。１９２３年，史地部部长
由朱经农接任，成员未变。１９２４年，朱经农继续担
任史地部部长，成员有谭廉逊、王伯祥、陈俊生、陈稼

轩、马绍良、孟宪文、熊仲甫、黄善伦。１９２５年，史地
部部长朱经农继续担任，成员有王伯祥、陈俊生、叶

绍钧、陈稼轩、马绍良、熊仲甫、孟宪文［７］。可见，编

译所史地部基本维持了８～９人的规模，直至１９３２
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将编译所撤销。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创办时职员人数较少，后来

逐年增加。在１９２２年王云五担任编译所所长前，编
译所职员以留日学生为主，后来以由欧美归来的留

学生居多。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职员留学国别的转

变，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留学潮流的变化。编译所职

员留学国别的变动，是商务印书馆译著来源国变化

的原因之一。

四、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

翻译出版兴盛的原因

　　２０世纪２０～４０年代是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

出版的第一个高潮。“五四”运动前后，留日学生逐

渐减少，更多人选择赴欧美国家求学。随着欧美地

理学留学生的回国，地理学翻译出版来源国逐渐由

日本转向欧美。海外归来的地理学者担任地理学译

著翻译，民国时期地理学译者逐渐由之前以商务印

书馆编辑为主，转为以高校地理学者为主。

笔者认为，民国时期地理学翻译出版兴盛的原

因在于４个方面：商务印书馆推行改革、民国地理学

教育的发展、西方地理学教育的发达、留学生回国。

（一）商务印书馆推行改革

民国成立后中华书局的崛起，引发了商务印书

馆教科书出版和销售危机。在竞争者的压迫以及馆

内工潮和管理不善等问题的冲击下，商务印书馆不

得不探索改革之路。１９１６年前后，张元济曾提出改

革方案，但由于高凤池等人意见不同，改革并未取得

实质进展。１９１８年，张元济辞去编译所所长职务，

改由高梦旦担任。翌年“五四”运动发生，新文化运

动对包括商务印书馆在内的文化界带来了巨大冲

击。高梦旦自以为无法胜任新思潮下的工作，请辞

编译所长，并邀请胡适担任。１９２１年，胡适到访，在

此期间对商务印书馆的改革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

议，并推荐王云五前来工作［８］。王云五接任编译所

所长后，对编译所进行了整顿和改组。商务印书馆

之前以出版教科书、工具书和古籍为主，王云五到任

后积极编撰丛书，并系统地制订了翻译出版计划。

１９３０年，王云五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虽推

行“科学管理法”引发争议，但其实权得以扩大。

“一·二八”国难复业后，王云五取消编译所，增设

编审部，同时将商务编译工作委托外间包办［９］。这

样，由商务印书馆编辑翻译的著作减少，高校的学者

有更多机会参与西学著作翻译，从而提升了商务印

书馆翻译出版质量。《百科小丛书》《汉译世界名

著》等丛书的出版，使翻译著作有更多出版的机会。

因而，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繁

荣与王云五的改革有重大关系。

（二）民国地理学教育的发展

中华民国教育部规定大学文科及高等师范学校

设置地理课程。在课程设置中，将地理列入规定的

教学科目，并且在高等师范学校中设立了历史地理

部。在大学中，把地理学单独列为一门，包括在文科

之中。民国政府在高等院校设置地理学门类，体现

了民国政府对地理学科的重视。

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各界也对

地理学教育抱有期望。地理学被认为是“救国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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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先行科学，是“新邦建设之一动力者”。学界

也对地理学寄予厚望，《地理学会发起旨趣书》中就

强调了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性：“内政，外交，民生，国

防，凡所举措，无不赖有地理研究为其根柢。中国幅

员广阔，民族物产并极繁赜，地理研究尤极重要。方

今内忧外患交迫而来，生聚教训，条理万千。”［１０］民

国地理学教育的发展主要体现为地理学教育机构逐

渐增多，民国高校非常重视使用西方地理教材。

１．地理学教育机构增多

１９０２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设置历史地理类，

这是中国地理学高等教育的开端。民国成立后，地

理学教育和研究逐年兴盛，地理学教育机构逐渐增

多。１９１２～１９１９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武昌高等

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相继成立历史地理部

或文史地部。１９２１～１９２３年，东南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武昌师范大学相继开设地学系或史地系。随

着地理学科的发展，各高校地理系开始从史地系中

独立出来。１９２８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分为历史

系和地理系，地理学系从史地系中独立。１９２９年，

清华大学地理学系、中山大学地理学系、燕京大学地

理及地质系成立。１９３０年，中央大学地学系分为地

理系和地质系。在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两门学科是

不分家的。地理系的独立表明中国地理学承袭了西

方地理学的特征，正由传统地理学向西方地理学转

变。此后，金陵女子大学、东北大学、暨南大学、浙江

大学等高校相继建立了史地系［１１］。１９３６年，全国共

有大学５１所，开设地理院系的高校有９所。这９所

高校地理院系分别是：中央大学理学院地理系、清华

大学理学院地学系、北平师范大学理学院地理系、中

山大学理学院地理系、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地理系、

勤大学教育学院博物地理系、东北大学文学院史

地系、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文学院史地系、大夏大学附

设师范专修科史地组。

地理学教育机构的增多也使得高校地理系学生

人数不断增加。在这种形势下，高校地理教师需要

从事地理学研究，学生需要地理学教材，西方地理学

著作的翻译显得尤为迫切。

２．地理教育注重西方教材的使用

民国时期译介的地理学著作多取材于国外的地

理教材。这些外国地理教材翻译出版后，也在国内

作为教材使用。万有文库版的《人生地理学原理》，

在全书开篇附有《教师须知》，介绍了更好地教授该

门课程的方法。一方面，要利用好练习题。《教师

须知》提到：“若要使这本《人生地理学原理》教起来

收效不致踏空，各章后面所附的习问练习和问题应

该要充分的利用才行。”“对于所附各问题应注意下

列两点：第一，应有正确的统计，不可为浮光掠影的

概说；第二，对于文字纪述而外，尚应制作地图，以资

比较。”另一方面，书中的许多问题是“富于弹性”

的。《教师须知》也从地理学的角度谈到了文中原

理在不同地方的适用性。在教学中，应该注重学生

的乡土地方观念。《教师须知》中提到“本书所讨论

的各种原理以及各种问题，都应先就本地方应用起

来，然后以此为起点，以求了解世界其他穷远的处

所”。此外，《教师须知》中还推荐了应该购备的普

通参考书、专门参考书、挂图等［１２］。

《人生地理学原理》等地理学译著，在国外原

本就是作为地理学教科书使用的，这表明民国地

理教育注重西方地理学教材的使用。这些教材的

使用，不仅传播了西方的地理学知识，还介绍了西

方先进的地理教育方法，对中国地理教育的发展

大有裨益。

（三）西方地理学教育的发达

民国时期地理学译著出版的兴盛与西方地理教

育的发达是密切相关的。西方地理学对中国地理学

的影响重大。１８７４年，德国在大学里设置了地理学

系，这是西方国家中最早创立的地理学系。此后，地

理学高等教育在西方国家蓬勃发展起来。至２０世

纪初，已达到较大规模。地理学家张其昀在阅读了

美国地学会编辑赵格君（ＪｅｏｒｇｅＬＧ）的报告后，认识

到西方地理学的发达。他在《最近欧洲各国地理学

进步之概况》一文中提到：“近代欧洲地理学之发

达，以英、法、德、意四国为最。德国有地学专家七十

人；法国之大学共十六所，无一不设有甚完备之地学

系；英国意国著名之大学地理科亦不下十数。此外

小国如瑞士瑞典其大学地学教授之成绩，又多为异

国学者之所仰慕。”［１３］由《欧洲各国大学地理系详

表》可知：英国大学共１８所，设地学系共１６所，其中

１０所并设研究院；法国国立大学１６校皆有完备之

地学系；德国２３所大学，每校至少有一完全之地理

教授职；意国大学共２１校，设地学系者１２校，此外

９校乃本无文科者，又高等学校亦多教授地理。当

时，欧洲地理学已包括方志、人文地理学、政治地理

学、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人种地理学、植物地理

学、古生物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地文学与地质学、气

象学与气候学、海洋学、地图学、探险、地理教育１５

个门类［１３］。可见，２０世纪初欧洲地理学教育规模已

经较为完备，地理学门类已经相当齐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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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留学生回国

留学生是传播西方地理学思想的主体。留学生

的回国，是民国时期地理学译著大量出版的原因之

一。留学生的翻译出版行为，让西方地理学体系本

土化后呈现在国人面前。

留学生回国，与民国时期高等学府的重视不无

关系。当时，国外大学毕业生更能获得教育机构认

可。１９１３年，民国教育部《私立大学规程》规定国外

大学毕业者可以担当私立大学教员。由此，国外大

学毕业生成为大学教师的首选。

中英庚款分配给地理留学生名额直接推动了赴

英地理留学。朱家骅在１９４２年撰写的《中国地理研

究之重要》一文提到：“中英庚款董事会廿二年派送

第一届留学生时，特有地理名额之规定，以后相沿罔

替，所派研习地理之留学生，现多已学成归国，分在

各机关学校服务。”［１４］李旭旦、任美锷、鲍觉民、徐近

之这４位中央大学学生，即为中英庚款受益者。李

旭旦、任美锷回国后，任教于中央大学地理系，使中

央大学成为全国地理学研究重镇。赴英地理学留学

生分布较为集中。由于地理学家罗士培（Ｒｏｘｂｙ

ＰＭ）在利物浦大学任教，因此利物浦大学成为留英

地理学生的聚点。地理学家涂长望、林超的导师即

是罗士培。经济地理学家吴传钧和历史地理学家侯

仁之，分别于１９４８年和１９４９年在利物浦大学获得

博士学位。回国后，吴传钧在中科院地理所工作，侯

仁之执教于北京大学。

留美学生也在民国地理学翻译出版活动中有较

大的影响。１９２２年《壬戌学制》的颁布，标志着中国

的学制从仿日转为仿美［１５］。作为民国地理系教师

的重要组成部分，赴美留学生在民国地理学教育体

制建构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竺可桢是赴美地理留学

的先驱，他于１９１８年从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博士

毕业，回国后成为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组织翻

译了《新地学》等译著。胡先是哈佛大学农学博

士，回国后成为著名植物学家，翻译了《世界植物地

理》。克拉克大学是民国时期赴美地理留学的中

心，毕业生有罗开富、赵松乔等。

除了英美两国外，法国、德国等国家毕业的留学

生，也翻译了不少地理学译作。地理学家胡焕庸早

年留学于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留法期间，他参

与翻译了鲍曼（ＢｏｗｍａｎＩ）的《战后新世界》一书，该

书于１９２７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１９２８年回国后，

他任教于中央大学地理系，成为竺可桢先生的得力

助手，参与翻译了《新地学》一书。洪绂于１９３２年

在里昂中法大学获博士学位，执教于清华大学地

学系。

五、结语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地理学翻译出版在中

国地理学翻译出版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其地理

学译著不仅在数量上领先于其他出版机构，而且

翻译和出版质量颇高，为地理学学术的普及和地

理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地理学译著作者

多为西方地理学界知名学者，译者和编者均具有

较高学术水平，为当今翻译出版业和学术的发展

带来了诸多启迪。

参考文献：

［１］　许敏．上海通史：第１０卷［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９．

［２］ 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１８９７～１９４９［Ｍ］．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

［３］ 肖超．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研究（１８９７～２０１２）

［Ｄ］．南京：南京大学，２０１４．

［４］ 白菱汉．人生地理学［Ｍ］．张其昀，译．上海：商务印书

馆，１９３０．

［５］ 卜赖尔．世界地理之改造［Ｍ］．于道泉，译．上海：商务

印书馆，１９２５．

［６］ 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１卷［Ｍ］．陈江，

辑注．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７］ 郑峰．多歧之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知识分子研究

（１９０２～１９３２）［Ｄ］．上海：复旦大学，２００８．

［８］ 王学哲，方鹏程．商务印书馆百年经营史（１８９７～

２００７）［Ｍ］．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９］ 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Ｍ］．北

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

［１０］ 翁文灏．附录———本会发起旨趣书［Ｊ］．地理学报，

１９３４（１）：１８３１９０．

［１１］ 鞠继武．中国地理学发展史［Ｍ］．南京：江苏教育出版

社，１９８７．

［１２］ 亨丁敦，克兴．人生地理学原理：一［Ｍ］．王诲初，郑次

川，译．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０．

［１３］ 张其昀．最近欧洲各国地理学进步之概况［Ｊ］．史地

学报，１９２２（１）：１３９１４６．

［１４］ 朱家骅．中国地理研究之重要［Ｊ］．地理，１９４２（１）：

１２．

［１５］ 马娟，周川．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由仿日转向仿美的原

因探析［Ｊ］．煤炭高等教育，２００８（１）：４９５１．

（下转第１０１页）

２８

肖超：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


